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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宗教学研究大局的对话

黄保罗,卓新平

(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摘要:本对话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号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进行,主要包括:一、影响卓教

授个人走上学术道路的的家庭背景和相关事件.大学英语专业及其背景知识的学习促使其较早接触了宗教学,并于宗

教学敏感的１９７８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督教专业,且有机会留学德国攻读博士(１９８３Ｇ

１９８８),所得经验主要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上的脱胎换骨.二、回国之后的研究及成果:１．辛苦专研出版经历评职称道

路,从１９９３Ｇ２０１８年成为任期最长的担任了２５年的副所长和所长.２．学术研究三部曲:第一步是比较系统地介绍、研究

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现状.硕士论文研究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Niebuhr,１８９２—１９７１),博士论文就是«当

代中西宗教理论比较研究»(ChinaundihreBezugnahmezuReligionstheoriedesWestens,PeterLangVerlag,１９８８),后又

出版«宗教与文化»,«宗教起源纵横谈»«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第二步则是集中研究基督教,一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二

研究基督教思想,三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专题研究,出版«圣经鉴赏»«基督宗教论»«当代新教神学»和«当代天主教神

学»,«基督教犹太教志»等.第三步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研究及相关的争议,亦涉及

到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３从个人研究到为整个宗教学研究平台担任组织工作,从１９９８年担任中国宗

教学会会长,开始组织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丛书及刊物出版、宗教学会、学生培养等.如俗称“神仙会”的“中国基督宗

教研究年会”(１９９８Ｇ２０１１),并与许多单位合作,还有国际会议,如在美国、芬兰等.后组织中国社科论坛宗教学分论坛.

博士生发表核心刊物论文的压力问题需要反思,并不合理.三、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及期望是什么? 宗教研究的

脱敏是中国发展的必需,基督教中国化是其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大家应该关注和争取落实国家领导人和政策为

宗教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对宗教学未来的期待,大家可能要更多地关心一下现实,特别是现实社会的宗教研究,而

不能只是自己埋头做自己的那种纯学术.如果没有这种好的氛围支持,是做不好纯学术的,甚至根本就做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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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保罗,上海大学特聘教授,赫尔辛基大学东亚学与西方思想研究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 «国 学 与 西 学 国 际 学 刊»(www．SinoWesternStudies．com)和 Brill

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 (www．brill．com/yct)主编.paulos．z．huang＠gmail．com
卓新平,中国shehui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研究员、中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原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慕尼黑大

学博士,宗教学、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专家.专著和主编著作数十本,论文二百多篇.曾任«世界宗教研究»

等刊物和多类丛书主编.Email:zhuoxp＠cass．org．cn．

黄保罗 (以下简称 “黄”):卓老师,非常谢谢您.今天是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号,我来中国社会科学

院是想与卓老师做一个对谈.目前,我正在中国大陆对汉语学界做基督教研究的著名学者来进行对

谈,按计划差不多要谈２０多人,所谈内容一部分会在我们这个«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上发出来,最后

还想把这些访谈合在一起做一个文集,但最重要的是想与此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谈.我想,您们

这一代人已在中国的学术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就有了这样来进行对谈的想法,谈完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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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录音公司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给您看,您再来修改,也可以增加,然后我们再加工,最后形成一个

比较成熟的文本.
根据这样一个计划,我主要是想请您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想谈一谈您个人是怎么

走上学术这条路的,也可以追溯一下您个人的家庭教育和求学背景.第二个内容就是想知道您主要

做了什么研究? 主要是哪些具体研究? 第三个内容则是针对基督宗教研究来说,从您的视觉来看,汉
语学界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嘱咐.主要就是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我
们可以来自由谈,谈的时候也可以对其内容加以穿插进行.

一、您个人是怎么走上学术这条路的,也可以追溯一下您个人的家庭教育和求

学背景.

黄:第一点,就是想问卓老师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个人是怎么最后会走向成为一个学者的呢,
而且还是做宗教这一行研究的.

大学英语专业及其背景知识的学习而接触了宗教学

卓新平 (以下简称 “卓”):我的经历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从事宗教研究,尤其是基督教研究,也主

要是一种文化学术的兴趣使然.这跟我在文革期间上大学的经历有关系,文革期间曾在１９７２年时一

度恢复从高中生中间招收大学生,即毕业的高中生可以直接上大学.当时也正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

作的一段时间,后来有人把这个时间定为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黄:这个是工农兵学员?
卓:就是招收工农兵上大学的开始.在１９７１年曾有一个试点,首先清华北大招收,１９７２年开始全

面铺开,那么这一年也招了一些高中毕业生.我一开始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当时是推荐,我们学

校推荐的三位大多数在当地都有点社会背景.所以,我毕业以后先是到一个教师培训班,属于中专.
我们当地那个大学是一个专科大学,有个英语专修班.由于当时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有一个在校学

生基本上是个文盲,因为跟不上而退学,于是,我们这个教师培训班所在的师范学校就推荐了一个同

学过去,但是,这位同学对外语不感兴趣,而高中毕业生入大学在当时规定只能学三个专业,一个是外

语,一个是音乐,再一个是体育.我们当地的这个大专只有外语,没有音乐和体育专业,所以,这个同

学后来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原来的教师速成班.此后,校长就问我愿不愿意去?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我说我很愿意去.这样,我就到了该大专的英专班,比别的同学晚入校将近三

个月.
黄:这个是在１９７２还是１９７１年?
卓:是在１９７２年.所以,我去了以后就一心想把学习赶上去,开始猛攻外语,等过了一两个月期

中考试,我竟然在全班也考了个中游.学习上去以后,压力就来了,学校有人说这是走白专道路,这种

批评在当时很厉害,所以,我也感觉到,如果仅仅学专业知识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在走所谓白专

道路.我们班上有一位老师是从长沙那边省教育学院下放过来的,她就对我说,其实要真正学好一门

语言,就要了解这个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样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此后,就不再是仅仅去学外语专

业的知识内容,而是开始在学校图书馆借文史哲的著作来看,包括马恩的著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

的.当时风行读书无用论,图书馆很少有人问津.当图书馆年终写总结的时候,图书馆主任还把我借

书多写进去了.我那时借了很多书来看,对知识是如饥似渴.图书馆有些书不让学生借,于是,我在

周末的时候就找老师借,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星期六下午找老师借书回家,读一个晚上,然
后读一个白天,在星期天晚上回到学校时,就还给老师,这样又读了很多一般借不到的书,对自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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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知识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在读书中,我根据学习英文的需要而主要是想了解西方思想文化背景,而
在这些西方历史文学哲学书籍中有很多都涉及宗教,尤其是有不少关涉基督宗教的因素.所以,应该

说,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些领域比较感兴趣了.当然,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也没有想到以后会

怎么发展,只是对这方面有些兴趣而已.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在农村劳动,锻炼了一年后,分配我留

校,留校后马上又让我去农村里继续做农村工作.这样,我又去农村待了两年半,也就是说,前后在农

村里共待了三年半,一直到１９７７年底才回到学校.

１９７８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督教专业

卓:我于１９７７年底到长沙去湖南大学进修,随之亦在湖南师院旁听.这个时候正是“文革”后恢

复大学考试,并得到消息说,到１９７８年还会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当时关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

宗教研究所要招收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专业方向就是基督教研究.我想,这个专业以前没有,大家都

没有学过,而我有英文基础,在研究这一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已经朦朦胧胧对基督宗教方面有点了

解,于是,我就报考了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以说,我是从一个学术探索的兴趣而进入宗教研究这一

领域的.当时报考的进程还是比较曲折的,我们学校的校长一听说我报考宗教学,而且还是基督教专

业的研究生,就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按照他的理解,学宗教就是要出家当和尚,而学基督教

就是要当洋和尚! 然后,学校又把我以调换教师的方式,赶到下面县城的一个中学去代课.在这种情

况下,我到中学去后,反而因祸得福,中学的校长和教务处主任了解到我想考研究生的情况以后,当场

表态说,我既然现在归他们学校管了,那么,学校就给我放假,让我去准备考试,考完后再来教课.这

样,就给了我两个月专门准备考试的时间.知恩图报,笔试考完了,我马上就自己买了一张车票去那

个县城中学任教去了,老老实实地给他们学校学生高考外语做准备.这是我进入基督宗教研究开端

时的一段插曲,但没想到,外界这种对宗教研究的误解竟会伴随我余生!
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我的导师是赵复三先生,他当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我去

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升任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应该说,我们当时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大
家都发奋学习,希望能够弥补“文革”导致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

１９７８年新办的,办学没有地方,就借用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室和宿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

自习的人很多,入口处窗户门的玻璃甚至都曾被拥挤的人群所挤破,学生到那儿就是要占座,占座成

为当时流行的话语,那么好的学习氛围迄今都让人怀念.当时,我们是开放性的办学模式,老师不是

很多,除了专业老师之外,我们经常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听其他文史哲方面的

课,尤其是北京大学去的比较多,许多课程如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世界史、逻辑学等都是在北京大

学听的大课.在这一听课的过程中,我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了解就跟世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精

神特性的形成等有机结合起来了.我对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说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自己的兴趣也主

要是从学术这个角度来对基督教的发展进行探索.这一研究到２０１８年对我而言一晃就是４０年了,
可以说,我这人生的大半辈子基本上都奉献给这一学术研究了.所以,我主要是从事宗教研究,其中

很大比重都是基督教研究.
黄:那请您就给我简单地再讲一下您个人的背景.您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吗? 或者请您谈谈这

个社会背景或气氛.在１９７１年及１９７２年的时候,好像社会上的气氛从总体而言就是不好好读书学

习,大家都不怎么学习,但您就特别喜欢学习吗?
卓:对,说实话,我们当时就感觉到,知识无用论对我们这一代是一种伤害.所以,在大家都不学

的时候,不少人反而会有更大的求知渴望! 张铁生交白卷是在我们入校之后,随之就是读书无用论再

度风行,高校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年就又回到过去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会让我们毕业后下放到农村

劳动“补课”的原因,结果,我们所学的一点点知识最后都白教白学了.在农村几年,当然对我们研究

社会科学也还是很有教益的,对我们社会阅历的增长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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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并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我属于少数民族的土家族,我们的老家文化传统中有一些道家

思想和儒家思想,也有一些源自原始宗教的民间信仰及习俗.中国大多家庭中都多少留有一些儒家

传统的影响,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去百年对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中国社会及其基层的家

族家庭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熏染,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特色之一.
所以,我个人在文化倾向上也多多少少、至少是间接地留有一些儒家思想因素.如果说中国人跟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关联,应该说是儒家思想对我们产生了主要影响,但也有部分的道家思想留存,
即儒道对我们的影响是大一点.在儒道方面,虽然当年考研究生也有这些专业,但是他们要求考生的

古汉语要比较好,而研究基督教这个世界性宗教则要求外语比较好.我是学外语的,所以,就选择了

基督教这一研究专业.由于儒道这种传统的熏染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影响,所以,我在研究基

督教的过程中也一直非常关注儒道的发展,有时也进行一些与基督教比较对照的研究.所以,我们研

究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单独研究,而是进行了不同宗教的比较研究,有更宽阔的

视野.
黄:对我自己而言,后来我反思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发现也是儒家对我的影响较大,这还是超过我

的想象的.可能是在我上学之前或者我的家庭中,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那儿就不知不觉地都受到这

种影响,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我再接着问:您后来到了中国社科院学习,当时赵复三先生是您的导师,他也是副所长吧? 当时

的所长是任继愈先生吗? 还是谁?
卓: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任继愈先生,赵复三先生是副所长,我们所在的基督教研究室也是

赵复三先生负责.
黄:还有,当时属于您的老师辈的,还有哪些人?
卓:我们这个专业研究从我们研究所本身来讲,研究所主要负责人是任继愈先生,任继愈是儒佛

道三教研究专家,主讲佛教和道教课程,也上中国哲学课、古汉语课,我们都听过这些课程.另外,还
有一个黄心川先生,也是副所长,他在学术上是一个杂家,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宗教哲学等

都比较通,知识渊博,宗教研究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也听过他的课.赵复三先生则主要是讲基督教

的历史,对犹太教、西方思想文化、古今哲学都很有造诣.另外,我们后来还请了高望之先生,他后来

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他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主要是给我们上犹太教的课程.在伊斯兰教方面则有

金宜久先生,他是讲世界伊斯兰教的课程.在佛教方面还有郭朋老师,道教方面有钟肇鹏老师,讲宗

教学理论和无神论历史则有吕大吉老师,当时牙含章先生则专讲中国无神论.此间徐梵澄先生也从

印度回到中国,在我所工作,可惜没有开课.我们这个专业的课重点还是研究基督教.在北京大学,
我旁听了世界史的课程,主要是朱龙华老师讲课,他的世界史课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我比较喜欢听

他的课.在西方哲学史课程上,我听过任华老师的大课.后来所里请北大老师专门给我们讲西方哲

学史,讲课老师比较多,包括朱德生、陈启伟等老师.当时北大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所的课,至少有一半

老师的课程我们都听过.当然主要是听研究西哲的课,比较而言,中哲的课可能听的少一些.另外,
我们还听了中国人民大学麻老师的逻辑学课程,主要讲形式逻辑.我当时对于各种知识是如饥似渴,
来回奔波在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间,关注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并时常来建国门的研

究所内听课,去所里设在白云观的图书馆借书.记得赵复三老师亲自带我们在图书馆找书、借书.那

时社科院的研究生院让我们继续补习英语,还请了新华社的郑老师给我们讲新华社电文稿,请了傅惟

慈先生给我们讲翻译课,还请到当时社会上比较有影响的王佐良先生给我们讲大课.我还曾选修过

法语课.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跟宗教界有一些联系,例如我们这个专业就有圣经研究方面的课,当
时是请北京市基督教会的阚学卿、石泽生两位牧师开的课.另外上海的郑建业先生对我的专业方向

也有所关注,是我的外聘导师,我也曾去上海请他做相关指导.所以说,研究所当时就是开放性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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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多学科,上课的老师也是非常之多,这对我们来说极有好处,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除此之

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开了一些大课,让我们去听,这些课基本上都是名家来讲,如于光远、唐弢、邢贲

思、许涤新等人的课,基本上都挤满了听众.我记得当时讲«资本论»的那个田光老师讲得非常细、非
常专,听起来几乎就像是章句之考.就我们所的专题讲座而言,任继愈所长还专门请李泽厚先生来我

们所讲过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课我基本上都会去听,收获很大.当时我们研究生院虽然

条件不是怎么好,八个学生一个宿舍,分为上下铺,教室也多为牛毛毡搭的临时建筑,但大家如饥似渴

地学习,经常在借用的北师大教室晚自习结束之后,到这种牛毛毡房挑灯夜读.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当

时称为所谓的“黄埔一期”,即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而那时还没有博士生.可以说,三年硕士研

究生为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培养了我认真读书的习惯和广泛研究的兴趣.
宗教学的敏感性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黄:好的,我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在上世纪的８０年代比较风

行:“学好数理化,走满天下都不怕”.大家因此对自然科学非常重视,而中国因为受“五四运动”以来

突出科学的影响,总是觉得科学与宗教是矛盾的吧? 那么,您作为宗教学的研究生,在这样一种学术

氛围中专门做宗教学研究或者基督教研究,是否感到有压力或困难? 在那个时候,与其他的学者比

较,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中,您能找到知音吗? 是否感到有很多观念方面的差异?
卓:是有压力,从报考宗教学研究生开始,我就切身感受到宗教问题的敏感和研究宗教不为社会

所理解.如前面提到的,我所在大学的校长知道我报考后就批评了我的这个选择.我的高中班主任

也百思不解我为什么要研究宗教.不少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感到投入这种研究就好像带有“原罪”一般

受到别人的误解和责问,我也深深感受到,研究宗教恰如“扑尔敏”那样,扑向这个学科就势必“过敏”!
我曾经呼吁,中国社会应该使宗教“脱敏”,然而,不但宗教没有脱敏,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却成了“敏
感”人物!

这种处境非常令人遗憾,而这种对宗教的认知及态度,也很难使中国被世界所真正理解,且不利

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和谐、稳定.为了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为了共同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必须对宗教有正确的认识,也理应包容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更应该放弃对宗教研究者的偏见

和歧视.
不过,我们上研究生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探讨和摸索的时代.特别是在讨论宗教与科

学的关系上,我的兴趣非常浓厚.其实,对于自然科学我本来就是情有独钟的.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

两门课,一个是物理,一个是数学,我还当过数学科代表,自学过大学物理.当时我上家乡的大学,初衷就

是奔着物理学去的,有着强烈的物理学情结和痴迷的自然科学之梦.因为当时我在高中就在自学修理钟

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的母亲是在当地教学仪器站工作,就是为当地大学、中学的物理学、化学这些课

程提供教学仪器的.我所在的这个师专也有物理学专科,而且这个物理学的教研室主任与我们家很熟,
我在中师教师培训班学习时,中师的周校长知道我喜欢物理而专门为我借来当时湖南大学所用的物理学

教材让我自学,后来也是这位校长推荐我去了当地的大专.所以,我当时很希望能通过那位师专物理学

教研室主任的介绍而让我能够转到物理学专科去.遗憾的是当时明确规定,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上了大

学只能学外语、体育和音乐这三门专业,我转科的目的无法实现,这才放弃了对物理学的追求,从此,走向

文科学习之路.虽然放弃了物理学科,但是,我一直关注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对当时最新科学的发展也比

较感兴趣.对之我虽然不懂,但是关注.记得我们家乡新华书店曾经来过一本关于人造卫星的书籍,我
硬是说服售书员把那唯一的书卖给了我.在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一本关于人类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书

籍,对科学发现进行了编年史那样的排列,我就把这一科学编年全部抄了下来.在自然科学历史的研究

上,应该说我读了不少书,所以,在我们研究所工作期间,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有关科研

人员有着非常亲切的接触,我还专门登门拜访过他们研究所的席泽宗院士,曾想邀请他参加由我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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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国际论坛.从欧洲历史发展来看,宗教与自然科学有非常复杂、充满辩证意义的交织,
二者既有矛盾冲突,同时也有科学为宗教服务、宗教利用科学来论证其信仰的案例,因此,我们不能把宗

教与科学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尤其当时中国流行的那种好像宗教跟科学只有必然对立的观点,我本人

是持保留态度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是我的业余爱好,当时做的笔记从远古的

自然科学发展一直到２０世纪最新成果,记了厚厚的一本.只是后来我上研究生到了北京,简单地想跟过

去告别、忘掉那个幼稚的我而开始一个全新的自我,故而把自己以前所写的日记、所记的笔记全都撕破扔

掉了.现在看来是个错误,因为年老而想“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东西却再也找不着了,而那时做得非常

细,本该保留的,真是追悔莫及.
所以,我一直保留了关注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习惯.在组织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国际论坛时,我曾经

利用假日专程拜访了好几位院士,为此甚至还放弃了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本来这些科学家

不愿参与任何关涉宗教的讨论,在我的诚意感动下最后来了三位院士,我记得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在

参加我们那次论坛后,又参加了其他院校组织的宗教与科学对话会议.此外,在中科院组织编辑科技

百科全书的时候,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一部分就是请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的,我因而专门邀请研究所的

同事们参加编写了自然科学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关系等,而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则由我自

己撰写.这样,我对宗教跟科学的关系问题并不陌生,而且一直是持有比较辩证的看法.当前社会上

关于宗教与科学的讨论,如天文学、量子科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话题,我都十分关

注,而且也做了一些功课研究,特别是最早在国内写文章讨论上世纪下半叶关于“新时代运动”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问题,对«物理学之道»等著作也有过相关评论.在科学史与宗教的关系上,我曾经关注过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与天主教的冲突、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问题.其实,这些冲突不只是

与宗教相关,也与不同时代的科学观相联系,因为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拘泥于古代托勒密的天文体

系,用的是这种旧的自然科学观念体系,对新的自然科学发展萌芽不敢或不愿确证及承认,教会要维

系社会的稳定、护持传统的权威,对于对它表示反对、否定的观点势必会出面反对,这样的话就造成了

历史上对一些科学家的伤害,以及对科学发展的阻拦,故而会反对哥白尼等人在当时带来的新发展和

提出的新观点.而现在,天主教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宇宙观,并且向伽利略等科学家表示了道歉、为
其正名.罗马教廷还专门成立了教宗科学院,其院士有不少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在中世纪,当时的一

些科学家本身就是天主教僧侣,他们的很多自然科学实验、研究也是在天主教修道院或教会机构里面

做出来的,所以要说教会乃完全反科学的话,是绝不可能允许这些自然科学家进行研究的.应该承

认,宗教在历史上是不断地调适与科学的关系,对待科学既有张力也有包容和接受.对于宗教与科学

的关系,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它曾经因为种种原因确实对科学家有所打压,对一

些科学成果拒不承认,但也要看到宗教也在关注科学的发展,在不断调整自己对科学的认知.我个人

认为,这种看法会比较辩证、客观一些,体现出历史之公平.
黄:对您刚才讲的这种作为一个宗教学者或者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在上世纪１９８０年代您们公开

发表过这种学术观点吗? 对于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您觉得能够接受这类观点吗? 或者,当时这种看

法有可能完全发出来吗?
卓:当时我们还没有发表这些见解的资格,因为我们是学生,主要是学习这些内容.那时的学风

比较朴实,学校和导师并不鼓励学生积极发表文章,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硬性任务.学生的职责就是

好好学习,尽量多读书,积累专业知识,训练研究方法.
高等院校的宗教学研究及招生情况

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开始号召走向世界嘛,让国人积极走向未来,这个是改革开放大的

趋势和主流.另外,当时也是宗教政策得以恢复、落实的年代,而基督教和其他各个宗教的活动也慢

慢地正常化起来了.但尽管是这样,真正招收宗教学研究的研究生仍不很多,当时除了社科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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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其他高校招得并不多吧?
卓:专门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研究生,应该说当时主要是我们社科院在招收,但北师大有一批代培

的研究生也挂在我们所里,不过以学习中国哲学为主.当然,那时北京大学也招了一批研究印度佛

教、亚洲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生.
黄:对的,但后来在高校里面也新建了一批宗教学系或宗教学专业,这个是１９９０年代的事情吧?

那么,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讲,您读硕士时您的硕士论文是写哪一方面的题目?
卓:高校以四川大学为首,早在１９８０年就成立了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并开始招收学生.后来,

北京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宗教学系或专业,如北大宗教学系最早就是和我们所联合开办的.
硕士论文研究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Niebuhr,１８９２年６月２１日—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
卓:我的硕士论文是写美国当代基督教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当时,导师让我们四个学基

督教专业研究方向的学生分一下工,我那天碰巧不在学校.听说本来是要把基督教思想理论研究这

一专业方向分给比我大十岁、就是我们中间英语最好的那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同学,但他说自己年龄大

了,还说他就想研究基督教的现状.这样,基督教思想研究专业就让我来学了,我从此就定下来研究

基督教思想史,其他人的分工则是有一人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还有一人专门研究天主教.
当时我主要是侧重于现当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研究,而我对尼布尔感兴趣是因为他是现实主义

神学家.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文革,我在农村里呆了很多年,不再会充满理想,所以,我认为,自己就不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研究尼布尔这样一位称得上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重要代

表的人物,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尼布尔是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对现实非常冷静,既不会洋洋得意,也
不会垂头丧气.他曾说,人生恰如攀爬桅杆的水手,上面是旗杆所在的巅峰顶点,下面却是波涛滚滚、
可能给人带来灭顶之灾的万丈深渊,而人就恰恰处在这二者之间.所以,他对社会政治的分析非常理

性和睿智.例如,我们今天讲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所谓“尼克松主义”,其兴起实际上就是受到美

国基督教新教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尼布尔等人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影响.尼布尔在当时

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御用神学家”,他当时就力主美国政府联合中国来共同对付苏联,他提出的这样一

个战略构想被基辛格所接受,并启发他为此而给尼克松出主意.于是,尼克松派他悄悄地经巴基斯坦

而到中国来访问,商量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当时人们在这种氛围之下只看到基辛格的努力和运筹

帷幄、纵横捭阖,却不知在他这个后面有着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潮的社会大背景.尼布尔在他的很多著

作和文章里面都谈到联华反苏的这个问题,而我在写尼布尔的硕士论文时阅读了大量尼布尔的著作,
注意到其中许多地方都论及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后来在研究尼布尔的著作中也专门谈到这一点.所

以说,尼布尔不仅是做抽象的神学理论研究,而且也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由此提出他的对策建

议.于此,我就觉得这个人在中国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对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想是敬而远之,而
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则情有独钟,觉得这类研究带来的思考、启发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直接一些,会更

有现实价值.所以,这是我选择研究尼布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直接动因则是我的导师在文

革期间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尼布尔的著作,而且已经在当时研究美国哲学的相关译丛中翻译出版了.
这样,也已经有一些现成的中文资料给我们提供启迪和参考吧.

黄:噢,所以您就来研究这个问题了,那么您的这个导师赵复三先生是有留学背景吗? 还是有着

国际生活的背景呢?
卓: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精通英文,据说他年轻时用英语讲解«圣经»曾风

靡一时.赵先生的家庭背景与国民党政治有较深的渊源,他的舅舅担任过国民党的高官,但他在上世

纪１９４０年代后期悄悄地参加了革命,而他的家庭也跟中国教会有着密切的关联.
黄:您刚才提到的同学,即和您这一批共同来做基督教研究的同学,在您们四个人是不是有一个

即林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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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林金水是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他是我们在北京参加基督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时的八个人

之一,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但我们的导师赵复三先生是学习外语出身的,所以,他最初招收的四个

学生也都是学习外语专业的.他要求学生的外语应该比较好.这样,他就推荐林金水到了历史所学

习历史专业,请马雍先生即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专家来带林金水,所以,林金水硕士期间主

攻意大利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研究,是中国当代系统研究利玛窦的第一人.我们这四

位中则是孙善玲女士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她以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作为研究题目.她此后还参

与了«基督教史»的翻译.
黄:她就是段琦老师的学生吗? 好像是一起翻译的这本书?
卓:她不是段老师的学生,而是我们的师姐,她和她的丈夫与段琦老师三个人共同翻译了那本书.

我的两位师兄一个是任延黎,专门研究天主教的,另外一位是陈向荣,他是研究基督教的现状,硕士论

文写了美国基督教的大觉醒运动,他的英语很好,后来就改行到研究生院教英语去了.这是我们四个

人的情况.
黄:那后来您毕业之后就留在社科院了?
卓:毕业之后,我们专业的同学当时留下了三个人,后来有两位调走了,而任延黎先生则是在从意

大利留学回来以后重新到我们所工作的,并且一直工作到退休.
留学德国攻读博士(１９８３Ｇ１９８８)
黄:那么,您是工作几年后又出国留学的?
卓:我是１９８１年毕业留所工作,１９８３年出国留学.
黄:听说您这个留学还有一段神奇的经历,因为您原来没学过德语,却去了德国留学.
卓:对呀,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我出国留学应该是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就确定了,

毕业前曾准备让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但当时因为没有毕业不让出去而作罢.毕业后我们准

备到美国去留学,所以,当时我们８０多人参加了社科院的一个英语培训班,请了一位美国教师来教我

们托福课程.那时候,我在托福班上英文还是比较好的,在班上的托福考试曾考得前一名,后来,在社

科院送我们到教育部参加出国考试的学者中间,我和另外一个学经济的同学考了个并列第一名.最

早我自己曾联系到美国德鲁大学,对方也发了邀请函.但我的导师说还是去芝加哥大学吧,芝加哥大

学的宗教学专业比较好一点,是美国宗教学两大学派之一,另一派即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著名宗教

学者伊利亚德的弟子北川三夫教授与我们所好像也有一些联系.
但正在留学准备的过程之中,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有个代表团访华,其成员有天主教人士在与我所

座谈时主动跟我们研究所提出来,愿意联合培养一个博士研究生,即资助其到德国去留学.结果,我
的导师就动员我不去美国而去德国学习,并且说,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基督教思想的底蕴也比较深厚,
而且,他劝我乘还年轻再多学一门外语吧,德语对于研究哲学和神学尤其必要.这样决定下来以后,
德方很快就帮我联系好了慕尼黑大学,不久慕尼黑大学也发了入学通知和留德邀请函.本来,一般情

况下中国学者到德国学习,通常先要到同济大学培训一年再能出去.当时同济大学也给我发了这个

培训通知,培训工作由教育部负责.那时我已经拿到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也不是太懂德

国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拿到入学通知书而不去及时报名注册的话,那么,留学的机会可能就会作废.
所以,我自作主张说,既然通知书都已经来了,那我还是赶快去德国吧.同济大学属于教育部管,而中

国社科院与教育部不是一个系统,对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如果你愿意来学习德语当然更好,但
不来也没有关系.于是,教育部就直接让我办手续去德国留学了.

“为学犹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的思路成就了德语考试的奇迹

我办出国留学之前没有学过德语,只是私下找了一个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的老师,教了

我一点 ABCD入门、简单而皮毛性的德语,然后,就飞到德国留学去了.１９８３年５月底,我到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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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收到的大学正式通知书告知,我要在９月中旬参加大学德语入学考试,考试通过方能入学就读.
你看６、７、８月到９月中旬,一共就只有三个半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办移民局、健康保险等手续,一下

子给我的压力就很大,当时真的就蒙了.这个考试通知书是我到了德国才拿到的,我事先并不知道,
德国大学入学的条件是要先通过德语的入学考试,早知道可能我就打退堂鼓不来德国了.我在中国

拿到的入学通知书并没有考试一说,到了德国我就慌了,问当地住在学生宿舍的中国学者说,这个该

怎么办啊? 这些早来的中国留学生看见我比较着急,就向中国驻德大使馆负责教育的同志汇报了,但
使馆的同志说得很轻巧,回答说:那还不简单,考不上就回国呗! 这样就更加增加我的压力,但我不甘

心,也想那就拼一下试试吧.提供奖学金的机构安排我在附属于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德语培训学校就

读,因为歌德语言学院的学费太贵,所以,没有安排我去.大学培训学校与歌德语言学院的要求差不

多,一般就是让你学习一年以后再参加这个大学的入学德语考试,其课程安排是在初级班学习四个

月,在初级一班学习两个月以后有个考试,然后进入初级二班再继续学习两个月,随之进入中级一班

学习四个月,遂可进入中级二班学习四个月完成整个德语培训学习,所以,到中级二班学完的话正好

是一年的时间,只有进入中级二班以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按照常情,我是根本不可能赶上９月中旬

的考试了.但我想,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按部就班去学,所以,必须争取时间.于是,我就拼

命学,本来我入校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晚了,还剩一个多月就是初级班的考试,但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

参加考试.结果这一考试竟然考过了,而且,我好像还在那些参加考试的学生中考了个前五名,所以,
我就敢跟老师申请,让我直接升入了中级一班学习.这样,我等于节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中级一

班学了两个月之后,本来还要再学习两个月才能进中级二班,但离考试已经没有几天了,我不得不跟

老师提出来,希望让我跳级到中级二班,这样才有资格参加大学德语考试,那位好心的老师居然也就

同意了,所以,我到中级二班后也就学了十天左右就直接赶上大学考试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连滚带

爬地学习跳级还真是有点悬,也让我高度紧张,丝毫不敢放松.
慕尼黑大学入学资格德语考试分两种情况,如果考生考得非常好,那么笔试考完就直接通过;如

果笔试不好就直接淘汰;而如果笔试考得还可以,但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则还要参加口试,只有口试通

过才行.我是匆忙参加考试,其状况就属于得参加口试的那类.参加口试时,我看到我们中国学生中

有一些是在国内大学学过四年德语专业的,而且已在德国语言进修了一年,一共有五年的德语底子,
因此我也就感到踏实了.那个口试我也顺利考过了,这样就获得了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的资格.

根据考试的体会,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考过,就是在于德国的语言考试和我们国内的考试不一样,
考题不是注重考语法,而是考各种人文知识,这就要求考生阅读量大,而且阅读速度要快.但我一有

英文的基础,有些词汇是相同的,二是我的人文知识比较扎实,结果这种考试反而成就了我.如果光

靠语言语法范围的考试那我可能就没戏了,德国的语言考试则重在实用,没有一定的知识量肯定是不

行的,因为考生若缺乏相关知识连题都看不懂,那就没法回答了.所以,掌握相关的文史知识对于学

习语言很有必要,我通过这次考试的检验也算是尝到了甜头,其实这是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

位资深老师支的招,告诉我学习文科需要知识渊博,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奇峰突起,在某一点达到突

破就有成就,而社会科学则要求“为学犹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知识面广会帮助你了解相关语

言的背景情况,使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语意,很快进入角色.
黄:所以说,这种学习方法其实您原来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打了基础.
卓:对呀,就是说博学会有这方面的好处.记得我在德国学习两年以后,有一次去参加他们德国

友人为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文化访问,等于是文化旅游吧,期间会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历史重镇和教堂、
博物馆等,那就需要翻译嘛.一开始德国朋友请了北京大学德语系的教师来翻译,这位教师德文非常

好,发音纯正、语法标准,但其文史知识面却不够,第一次就到考古博物馆听讲解,生疏的内容使之一

下子就懵了,根本听不懂.这时他们就让我出来试试做翻译,没想到我竟然如鱼得水、翻得很好,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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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就是我在那里做讲解一般,可以说那一次是让我出尽了风头.人家都好奇地问我来德国多久了,
我说只有两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参加那次旅游的中国学生不少在中学就开始学习德语了,而
后又在大学学了四年德语专业才来德国留学的,但连他们都感到怯场不敢出来翻译,故对我的感觉是

很奇怪.
其实,就在我参加大学入学德语考试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一位在德国已经

两年多的中国留学生找我取经,说他都已经来德国两年多了但考德语还是通不过,而我三个半月一次

就考过了,问我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他.于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就找个德国女朋友帮你练习德

语吧,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他的老婆就是德国人,在云南学习时认识的,结婚后随夫人来了德国.我说

那你不行,你都有了德国人的家庭了,这个德语考试还考不过,那可能就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了.我

在学习德语时想找个德国人练练口语都不行,跟德国人搭话他们觉得你怪怪的,基本上不会搭理.有

一次在我们宿舍附近的英国公园散步时终于找到一位４０多岁的老外愿意和我说话了,但交谈几句后

才知道原来他是捷克来的移民,也是想找人练习德语口语.我们真是两个可怜的老外啊! 但话又说

回来,入学德语考过并不意味着语言就过关了,其实我当时所掌握的这种语言知识结构对于学习专业

还很不够.所以,我进了大学以后的第一个学期基本上就是拼命听课,在这半年我没有修一个学分,
而是恶补这个专业学习的德语能力,什么大课、研讨班都去听,其他时间就是拼命地自学,以此弥补语

言及知识上的缺陷.
慕尼黑大学的神学及哲学和汉学学习

黄:那您就是１９８３年９月份入了慕尼黑大学?
卓:对,是９月份考试通过,到了１１月份才正式注册入校.
黄:哎呦,卓老师,我和您是同一年入学,我是进入本科,那一年我是７月份高中毕业,然后９月份

上了大学本科,但您是去读博士了.对了,那您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慕尼黑大学的基本情况,特别是

大学的神学研究主要做什么、它的基本状况是个什么样的? 应该说慕尼黑大学按照传统来看在办学

上起作用的还是以天主教为主吧?
卓:慕尼黑大学有天主教神学系和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分为两个学系,但是我的主科专业是在哲

学系.哲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称为瓜蒂尼讲座 (GuardiniLecture),这最早是为一个祖籍意大利的神

学思想家瓜蒂尼 (RomanoGuardini,１８８５Ｇ１９６８)教授设立的,以前是设在柏林大学,二战结束以后转

到慕尼黑大学来了,讲座全称是“基督宗教世界观与宗教哲学”讲座,其第一任讲座教授就是瓜蒂尼,
第二任教授是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KarlRahner,１９０４Ｇ１９８４),第三任教授就是我的博士导师

毕塞尔(EugenBiser,１９１８Ｇ２０１４),他在欧洲很有名,但世界范围好像不是太有名.这个讲座是慕尼黑

大学哲学系的五大讲座之一.除了哲学主科之外,我还在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学了一个副科,在东亚系

以海外汉学为第二个副科,因为按照慕尼黑大学的知识结构要求,每位学习文科的学生都要学一门主

科、两门副科.
黄:所以,您主科是哲学,那然后又学了一个副科,是天主教神学还是基督教神学?
卓:是基督教神学即新教神学,因为我的主科导师是天主教背景,他的课与天主教神学有关,有些

课程还是与天主教神学系联合组织的,所以,我在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学了一个副科,这样两大神学领

域也都可以研究.此外,当时大学的宗教学专业是设在新教神学系的,后来才转到哲学系.这样,我
共有三个导师,哲学、神学、汉学都包括在内了.神学系的导师是毕克勒(HorstBürkle),汉学导师是

施密特Ｇ格林策尔 (HelwigSchmidtＧGlintzer),他的中文名字是施寒微.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是如

何在海外传播的也很有意义,所以,就选择了东亚研究专业.施寒微教授经常到中国来,当时他是慕

尼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
黄:是东亚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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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东亚学就包括汉学,还有日本学、蒙古学、朝鲜学等.他是研究宋史的,对中国宗教、文学等也

很感兴趣.３０多岁当上教授这在德国都算比较年轻的,他后来去德国北部哥廷根大学附近担任沃芬

比特尔(Wolfenbüttel)图书馆馆长了.所以,这就是当时慕尼黑大学文科的学科结构,其分学科学习

的进路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当时,我们按照大学课程,既去听全校性的大课讲座报告,也去听各个系

与我们相关的专业课程,还参加我们自己研究所的专业课,并有具有辅导、补习性质的课程小组活动.
此外,德国的图书馆也是多样的,在慕尼黑有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是德国第二大图书馆,有大学图书

馆和各个系的图书馆,还有各研究所的专业图书馆.这样,我们的学习资料比较丰富,去图书馆的选

择空间也很大.根据学校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我先后修完了硕士博士的学分.
黄:您把硕士学分也修了?
卓:对.
黄:因为涉及到神学是吧?
卓:不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研究生院在慕尼黑大学没有记载,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大

学,所以,我的学历在当时认证上出了问题,慕尼黑大学把我的学历认证拿到当时作为德国首都的波

恩找德国教育部认证,德国教育部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多一点,知道我们社科院办了那个研究生院,
所以,给慕尼黑大学回复,部分承认我的硕士学历,即硕士论文可以不写,但是读硕士的学分要补齐,
就是有这么个妥协的结果.

黄:讲这个学历,我的经历可能很相似,在芬兰也是,他不是光看您学位的,看您课程表学过哪

些课.
卓:对对对,所以,对于我而言,那么,主科副科的学分就都得修了,你想,在那两年多的时间内要

把学分全修完,对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读硕士的学分,先要修初级研讨班学分,修两分后,才
能修高级研讨班学分;通常修一分要上一个学期的初级研讨班课,要写一份１５页的(德文)学习报告,
然后,要做一次半个小时的报告,根据报告在研讨班的评议来修改,最后才能把这个(德文)报告交给

老师给你打分.我的初级研讨班学分一共修了两个,后来系里就给我免了初级班学分,修高级研讨班

学分也是要修一个学期的课,写一份３０页的(德文)学习报告,在研讨班做一次４５分钟的报告,然后,
修改好报告交给老师打分.这种高级研讨班学分读硕士学位需要四个,而读博士学位则需要八个,我
一共修了九个.

黄:所以,获得的知识会特别多,让人有学得如饥似渴那种感觉.
卓: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有报告文学说,陈景润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写了一麻袋的演算草稿.

其实,我读学分的每一个报告都是三易其稿才交给老师,后来,我看到自己宿舍放所写报告的初稿、废
纸也堆得差不多是一麻袋了! 所以,这样写完前后十余份报告以后,对自己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提高

也很起作用,完成学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半年就写出来了!
博士论文

黄:您博士论文是什么?
卓:博 士 论 文 题 目 就 是 «当 代 中 西 宗 教 理 论 比 较 研 究»(ChinaundihreBezugnahmezu

ReligionstheoriedesWestens,１９８８).毕业后我已经正式出版了德语版的论文,是国际上一个很有名

的学术出版社叫彼得朗出版社(PeterLangVerlag),在德国、法国、瑞士、美国都有分社.你大概知

道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欧洲出版社,对这个出版社有所耳闻.
黄:是的,我知道这个出版社,我有些同学的论文就在这里出版.所以,有了非常好的训练,就写

起来非常得心应手,那您是哪一年毕业的?
卓:我实际上在１９８７年就读完了,我１９８３年去德国,应该说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才入校,大约四年的时

间读完,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外国学生在德国留学要十年,我有来自亚洲的同学,比我早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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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德国,我读完博士回国两年后再访慕尼黑时看见他还没念完.慕尼黑大学对上交博士论文有规定,
博士论文做完了如果没有正式出版的话,就要作者自己印刷１２０本交给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如果是正

式出版的论文,那么交给大学五本书就行了.所以,我为了正式出版自己这第一部书,在德国又多待

了一年才于１９８８年回国,这样我前后在德国一共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总结德国留学的经验所得

黄:五年多,那么,您是１９８８年几月份回国的?
卓:我是１９８８年底,１１月份回国的,从１９８３年５月底算起来将近五年半的时间.
黄:您在德国读博士,是您们社科院给您的一个交流项目吗? 还是其它项目?
卓:是德方跟我们所的一个合作项目,所以,我拿的是德国奖学金,没花国家的钱.我到德国就是

安心学习,没去打工挣钱,但我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想法,因此,放假的时候就去欧洲各国了解当地

的名胜古迹,到过不少地方,我也有喜欢到处跑这样一个特点.
黄:如果简单地总结一下,您在德国这五年多的时间,总体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卓:这对于我的学术发展是一个质的提高,特别是视野由此而开阔,这对于宗教研究帮助巨大,看

问题就更为透彻了.
黄:不仅仅是理论上吧? 也包括看到很多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收获.
卓:对的.另外,就是自己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德国人做学术非常严谨,在

方法上就是强调逻辑严密,要体现出一种思辨精神,再就是强调研究学问首先要有查找资料的功夫.
而看问题则要有一些独特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平淡无奇.

黄:那么,必须得要有自己的突出性特点,要有超越前人的地方.
卓:这种训练对我来讲,应该说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上的脱胎换骨,有很大的提高.在这五年多

时间内,德国不像中国大学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什么两篇核心论文,在那五年多时间内我连一篇

发表的文章都没写,除了修学分以外就是踏踏实实地读书做研究,扩充自己的知识,这样才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
黄:然后您就出版了博士论文这本书.
卓:是的,博士论文是我的第一本书.
黄:我们也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博士论文是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学者的奠基之作呀,好像这是进入

学术圈的一个起点.
卓:而且,德国口试答辩也很有意思.学生博士论文写完上交以后,学校考试委员会就将之交给

两个老师来评分,评分通过以后再组织的口试就不叫什么博士论文答辩了,干脆就叫博士答辩,主考

老师一般不问你论文里面的问题,而是综合性地问方方面面的问题,考的是学生的知识面,而我们现

在国内博士论文答辩就基本围绕着论文来展开.德国博士考试的综合分数包括两个老师对论文的打

分,博士论文通过再安排口试,分主科和副科三场口试,博士毕业的总分数是根据两个老师打的博士

论文分加上三个口试分,这样综合起来的分数就是总分数的等级,如果通过就分为全优、优良、良好、
及格四等.

黄:这样说我要感谢您了,您是我的第二个博士答辩的老师.这个中文的博士答辩在德文中怎么

说,主考人称答辩老师还是其他?
卓:称考官或者是主考老师,德文中博士考试答辩的专门词就是Rigorosum.
黄:对,芬兰语叫做opponentti.
卓:所以说,留德对我的知识面、视野开拓等帮助就是很大.我回国以后的前五年还看了一些书,

因为当时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后来从我担任副所长到现在已经将近２５年,这期间已经没有时间认

真系统地阅读、广泛地涉猎,而只能是为了某一个研究课题去看相关的专业书,我感觉自己系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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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德国的五年和回国后的前五年,这十年看书真是获益匪浅.到德国留学对我来说一是多学了

一门外语,二是学到德国人做学问的那种严谨,三是受到德国人系统性研究的熏染,所以,我现在考虑

问题相对而言会比较系统,这跟当时在德国的学术训练是有关联的.

二、您回国之后的研究成果

黄: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谈下个阶段,即您１９８８年回国之后的情况吧.您还是回到了世界宗教研

究所,您说一开始的五年还能读些书,是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３年吧.
卓:是的,１９９２年我破格评上研究员,１９９３年就开始参与行政工作了.
副研究员和正研究员生涯

黄:１９８８年您回来那时候就是副研究员了?
卓:没有,我回来以后才评的副研究员,大概回来一年以后评的副研究员,到１９９２年参加院里高

级职称破格考试,这样评上了研究员.
黄:那还是比较年轻啊.您是哪年出生的?
卓:１９５５年的,当时在３７岁评上研究员,３８岁开始当副所长.
黄:那您回来之后,最初五年主要做了什么研究课题?
卓:这个五年我基本上是专心做研究,因为我回国前我们研究所的领导说,外文再好不是决定性

的,拿到博士学位也不是决定性的,而真正看学术水平就是看能否写出像样的东西来,能有什么学术

出版.这个话实际上对我刺激很大,我在１９８７年博士口试通过后曾回国休假,听到所里领导的这些

话之后,就改变了我当时已经开始学习古典语言的计划,转而去写学术著作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

说,我真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选择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本来我已开始古典语言的系统学习,拉丁

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三个课程我都已经报名参加,并已开始了一段初级学习,后来,我反复琢磨我

们领导的话,感到如果回国以后没有学术成果,恐怕别人会瞧不起,以前就有同学说,我们这些年轻一

些的研究生就是会考试,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写不出东西来.而如果回国后要想堵别人的嘴,领导

已经明确指出光靠博士学位、会外语还不成,必须要有真的学术成果.在琢磨回国的准备上,这种功

利性想法逐渐占了上风,所以,那一年我回到德国就开始为写书收集资料,并且干脆放弃了古典语言

的学习,现在的确后悔莫及,但已无法弥补了.随着思路的改变,我用中文所写的最初三本书的草稿

就是当时在德国完成的,回国以后就马上联系出版社准备那三本书的出版,其中«宗教与文化»一书在

德国时就直接写信联系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薛德震先生,没想到他真的给我这个无名之辈回函让我把

书稿寄到出版社看看质量如何,这就促成了我在国内第一本书的出版.所以,我回国后仅用了一两年

就出了三本书,加上德文博士论文专著,已有四部著作出版了,«宗教与文化»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出版,«宗教

起源纵横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则于１９９０年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然,这些书都不是太厚,属于篇幅比较小的书.
黄:但那个时代年轻人出书非常重要啊!
卓:当时,我的中外文著作等于是有了四本书在那儿,这样的话,评副研究员就比较轻松了,年轻

学者那时能出这么多成果的人不是很多.
黄:那您这一回来也就得到重用了?
卓:评副研究员以后那几年比较边缘化,所以是我潜心学习提高的几年,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期

间,我也尝试过参评研究员但失败了,有评委那时说他们看不懂我的德文著作,所以无法评价我的学

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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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那在出版了这三本书之后,即您后来几年主要是研究什么?
卓:后来我就把重点摆在基督教研究去了,所以,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写了一些书.
黄:您写«当代新教神学»和«当代天主教神学»,那个时候要更早吗?
卓:出版那两本书时我已经评上正研究员了.我评上正研以后又写了这两本书,那么比这更早出

版的有«圣经鉴赏»«基督宗教论»等.
黄:那好像还有什么圣经词典或什么别的词典,您编过一个什么词典吧?
卓:我们研究室编过基督教词典,但我没有参加,因为要写“中华文化通志”项目中的«基督教犹太

教志».我申请评正研之前,又写了几本书,当时破格评正研一是要有学术著作,另外则是要考两门外

语,其实我申请破格参评正研时已经有了四年副研的资历,如果是有五年副研资格就不算破格了,正
好我副研四年的时候参加了破格考试.

黄:但像您这样两门外语都这么好的,还是不多吧?
卓:是不多,我是１９９２年通过院里破格考试两门外语而评上的.当时全院破格评选了４名正研、

１名副研.得以破格评上正研的有樊纲、现任我院副院长的李培林、经济所原来的副所长朱玲、以及我

本人.全院当时参加破格考试的也大概得有四、五十来人吧.
黄:那我是不好意思,当时在北京不认识您们.可以说,我和您是擦肩而过,我是１９９１年到芬兰

去的,您是１９８８年回来的,我是１９８７年来北京学习的,我原来并不搞现在这一行,而是学习语言学

的.您评了副研之后,就做了几年基督教研究室的副主任吧,然后１９９２年评的正研,那么１９９３年以

后呢?
任期最长地担任了２５年的副所长和所长

卓:１９９３年之后就开始当副所长,主管研究所的外事,于是我就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了,最初于

１９９４年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黄:当时的所长是谁?
卓: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吴云贵先生,是研究伊斯兰教问题的.我们两个人是同时被提拔

的,他是从伊斯兰教研究室的副主任直接提拔而当上所长,我是从基督教研究室的副主任提到副所长

岗位上,然后又兼任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
黄:您做所长时间是比较久的.
卓:加上副所长任职,到现在是２５个年头吧,足足任职２４年的时间.
黄:这么久啊,那您算不算您们研究所任所长时间最长的? 您们研究所创始人任继愈先生担任了

多久的所长?
卓:任继愈先生自１９６４年担任所长,期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他担任所长一共是２１年,至１９８５

年他调到北京图书馆担任馆长.我当所长的年头没有超过任先生,只有２０个年头,但是我在研究所

担任行政领导的时间、即加上副所长任职时间则比他还多四年.任先生１９８５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去当

馆长,离开了我们研究所,而我则是一直在这里没有离开过,迄今不当所长了,也一直没动.
黄:您做所长是哪一年?
卓:是担任副所长五年以后的１９９８年,所以,到２０１８年恰好是２０年.
黄:您做副所长的时候吴云贵先生是所长吧?
卓:对,他当了一届,然后我就接任了.
黄:那这以后您就比较忙了,但是,我看您还是在坚持学术研究.
卓:的确比较忙,但我还在抽空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科研人员不搞学问,哪成呢! 学问是属于自己

的,是学者得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是自己真正的本行,其他则是身外之物、有无不定的.学问你必

须得做,是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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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对,从现在我们追溯这段历史来看,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学术领导组织工作、即参

与搭建相关学术平台也非常重要,学问可能是您一个人的事情,而学术发展则不仅仅是您个人,对其

他学者来说也很重要,需要相关学术团队和学术活动平台,因而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发展、对中国学术

的推动等都非常重要.您觉得,您自己在推动中国宗教研究这个方面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呢? 这

要从您１９９３年开始当副所长、以及后来一直当所长来评估.在这二十多年里,您觉得您自己在学术

上主要有哪些感受,或者说您是如何开展宗教学、以及基督教研究的?
学术研究三部曲

卓:应该说,我回国后的宗教研究可以分为三部曲.
第一步是比较系统地介绍、研究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现状.为此我回国后完成了那三本书的出

版,在介绍西方宗教学的同时亦对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有所比较和思考,特别是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有

一些体悟吧.
第二步则是集中研究基督教,随着在学术上已经站稳,我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我自己的专业本

行即基督教研究.我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就是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但我还没有从古到今

基督教史研究的系统著作,主要是从一些专题论文、从一些有关基督教文化史研究的文集里面对之加

以探讨,其中包括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做了一个学术梳理.
黄:您讲的这个历史,是指基督教会历史,还是基督教思想史?
卓:这个阶段主要是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重点研究基督教思想,主要侧重于研究当代基督教思想现状及其发展,其重点就是２０

世纪以来当代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为此我申请了一个社科基金重要项目,研究当代基督教思潮.其成

果就是出版了一套丛书,由我主编,而且在其六本书中我自己就写了四本,内容涵括当代新教神学、当
代天主教神学、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以及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发展概况.当代东正教神学部分我邀请

了从俄罗斯留学回国的张百春博士来承担,他后来以这部著作而奠定了其研究东正教的学术地位,并
且进而有更深入的拓展.还有一部著作涉及当代基督教的社会关怀问题,由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同事

来承担.这两位学者都因参加这一重点课题而在学术发展上有明显提高.此外,在研究当代基督教

思想方面,我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新教神学家尼布尔,并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尼布尔的专著.
第三点就是前面所言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专题研究.我们当时参加了由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华

文化通志项目,由我负责完成其中中国基督教犹太教志的撰写.
黄:那也会涉及到开封犹太教等问题吧?
卓:是的,但这里面一大部分主要是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黄:讲中国基督教就是从景教开始吧?
卓:对,这样就粗线条地把中国基督教历史系统梳理了一遍.也探究了犹太教在中国的历史.
黄:这里所说基督教和犹太教只是指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吧?
卓:是在中国的历史,这些课题的重点就是在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实际上基督教研究是

我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研究及相关的争议

黄:在您的三部曲中,最近主要是宗教理解和文化战略问题吗?
卓:是的.我后来当了所长,那就得思考一些宗教政策、宗教理论方面的问题,于是,我此后的研

究就更多转到宗教理解与宗教文化战略这一领域去了.我最近几年写的书也多有这方面的侧重,感
到宗教理解是中国目前需要关注和正确解决的.

这就是我回国后研究工作的第三步,集中到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亦涉及到全球化的宗教与

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因为我处在这个工作位置上,必须思考这些有关宗教与当代中国,宗教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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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我回国研究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并不是有太多的人关注,但第

三个阶段的研究受到的关注比较多,而且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大,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宗教政策和宗教

理论问题,但这方面的分歧很大,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理解,甚至我根据阅读原著而对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进行的研究也受到不少批评,让我也很是困惑.本来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再清

楚不过了,但经过这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批评后反而使人们的认识糊涂了.目前这个问题的探讨

分歧仍然很大,不少观点截然对立,对这种理论混乱局面的发展我深感担忧.为此,我这几年专门出

版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专著,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为此我一篇一

篇地阅读了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宗教观的所有著作,而且阅读了中文的新旧译本、看了其英

译本,也直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这一研究花了我十多年的工夫,最近由中央编译局负

责的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的课题在北京大学结项,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其中研究丛书的１２部著

作中也有我完成的一部,其研究时间算起来前后也有１５个年头了.
黄:对,我那次来,您给我看过那本书的试印版,装帧很漂亮.
卓:这就是我回国以后宗教领域研究的三个阶段吧,在第三个阶段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成果就比较

少了,仅仅涉及过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而主要精力则放在宗教文化战略这一大的方面,侧重现实问

题研究.
黄:这大概就是因为您做所长、以及后来担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的缘故吧,这种担当使您必须考

虑得更远更广,是不是?
卓:在中国这个氛围中,研究宗教现状就使人跟社会的交往比较多了,它涉及到方方面面,而社会

对之也比较关注.所以,我就把研究的重心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其实,做现实探讨也是我博士论文

中实际涉及到的问题,这样就等于是回归到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候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而且,现在更有

了实践经验.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理论认知到现在也

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好像还看不到质的突破之迹象.大家对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共识,也没

有意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这一问题确实很大,其如何解决势必影响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

走向.
黄: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很复杂,好像基本上很难厘清.
卓:但我个人认为,我是已经讲清楚了其根本所在的问题了,不过批评方并不那么看,认为有原则

性分歧.我个人认为,这些针对我的观点所展开的批评并没能真正反驳我的观点,这些批评一是没有

全面透彻地来探讨相关问题,对我至少是有些误解或者是故意误解吧;二是我觉得相关批评既没有建

构出新的理论框架,也没有通过他们的批评而把我这个理论的认知结构破坏掉,也就是说并没能解构

掉我的认知体系.
黄:就是说,批评方在理论上,在逻辑论证上,以及在批评的客观公正性这三个方面来看,都没有

掌握让人心悦诚服的真理.
卓:应该说,这在近十年的争论中,尽管各种批评比较多,但我一直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认

为,这些观点是完全能够站住脚的,那些批评我的说法,既没能体现出真理,其强词夺理也仍然显得软

弱无力.
黄:这一点我觉得很钦佩,作为学者,您这种独立性是需要坚持的.
卓: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就坚持,我可以跟你据理力争,但我总觉得,他们批评我的一些观点基本

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缺乏理论支撑和学术规范.所以,我感觉,这些批评不是学术性的,但其政治考

量却并不正确.我认为,在中国当前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中,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关于宗教的认知,必须提倡认真读经典,即一篇一篇地仔细阅读,一段一段地认真分析,一句一句地反

复推敲.如果没有下这种基本功,没有充分的知识积淀,也就没有资格和能力来参加这种理论性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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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性都很强的学术争论.
黄:但您的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应该也很大,批评方就应该研究这些内容吧.
卓: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看这本书,没有看到就敢出来批评,那就是按自己的想象了,他们原来批

评我不研究马克思主义,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研究;而当我回应我有这方面的研究时,他们却

断言那是“你的马克思主义”,不值得他们去研究.所以,批评者并没有具体说出我的这些研究著作错

在哪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至少可以说,他们没看懂,这种批评态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
学术的、公平客观的,其批评多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这些年,我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使
我处在风口浪尖上,有人形象比喻说是“在刀尖上跳舞”! 我现在已回国３０年了,我的宗教研究生涯

也有４０年了,大致就是这样三个阶段的研究,即研究国际宗教学的发展,展开对基督教的重点研究,
以及思考探讨宗教与文化战略和我国宗教政策、宗教理论这三大块.这三个阶段对我的学术发展而

言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发展的轨迹.
从您个人研究到为整个宗教学研究担任组织工作: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丛书及刊物出版、宗教

学会、学生培养等

黄:那按照这三个阶段、三个研究主题,我们可以再具体谈谈,来细化一下,增加更丰富的内容.
比如说,您在学生培养,学术平台的搭建,学术会议的组织,以及学术刊物的编辑等等方面的工作.其

中包括您们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这个刊物,另外,除了基督教研究这个系列丛书,有组织编辑出版

了其他方面的什么书? 我也是感到很荣幸,能有机会得到您的提携和帮助.您参加了我的博士答辩,
您还给我的几本书出版帮助写了序言,然后我们还有学术合作,在您主编的“基督教文化丛书”中就曾

出版过我的«汉语学术神学»等.我们还一起合作主编了“汉语学术神学丛书”.您的这些工作对于整

个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出现学术繁荣和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在学界的许多

同仁们,对您都是很钦佩的.我还记得您组织的一个会议系列,大家称之为“神仙会”,吸引了许多老

师和学生参加.这个会最初是哪一年开始的?
卓: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始于１９９８年吧.
黄:一共是组织了十几届吧.
卓:第一届应该是１９９８年开始的,是我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第一次亮相.
黄:此后是每年一届?
卓:基本上是每年一届,有一年开过两次会.
黄:出了多少集会议论文集,就意味着办了多少次会议?
卓:办了十多次会议,大概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２０１２年就不再举办这类会议了.
黄:我是２００３年认识您的,就是您到芬兰去参加我们赫尔辛基大学召开的那个“基督宗教与中国

文化”国际会议.
卓:对的,应该是.后来我们也邀请过你们大学的教授与会.
黄:是不是２００９年也开了会?
卓:是开过会,我记得是２０１１年开了最后一次,２０１１年以后就没再召开了.
黄:我记得我是２００７年第一次参加了这个神仙会.通过这个会议所搭建的学术平台,对整个中

国的学者都有吸引,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包括少数台湾朋友,而来自香港的学者则较多,香港

学界与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很密切的联系,也包括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推动了华人学者对基督教的研

究.我可能就参加过差不多三届或者是四届会议,我可能是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参加的,对吗?
卓:２０１０年也开过会.
黄:２０１０年也开了? 那一年我也参加了吧,我好像每次都参加了.对,那我参加了四年的会议,即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好像就没有了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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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２０１１年也召开了会议,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可以进行查验,这样看来会议开到了２０１１年.
黄:到２０１２年就没有了吧? 那我一共参加过五次会议,即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的会议.
卓:到２０１１年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所以,一共开了十几次会议,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１年就有１４个年

头,至少有１５次会议.
黄: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会议对于全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学术力量的整合和青年人的培养,都是

很重要的.另外,出版这个基督宗教研究丛书,还有您们所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等学

术杂志,是不是与您也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是在这三个刊物上比较多.
卓:«世界宗教研究»由我主编,具体工作是编辑部的同仁在做,«世界宗教文化»以前我也比较关

照,后来另有专人负责了.我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二是后来就主要涉及

学术组织工作.我个人学术研究前后到去年为止好像共出了３２本书,后来从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组织

工作,就是出版丛书、组织会议等,耗费了我的主要精力.我担任副所长后最早于１９９４年和爱德基金

会合作组织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为主题,这是我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际

学术研讨会,此后我还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吴小新博士合作在北京组织了一

次规模较大的基督教研究国际会议,与美国伯克利联合神学研究院也合作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样就形成了系列学术会议.我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组织了基督教的研讨会,包括每年一

次的神仙会,基本上是基督教研究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则是我作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而

组织了全国的宗教学研讨会议,包括每年中国宗教学会的年会,也还组织过“中国宗教学５０人论坛”.
学术涵括面应该很广.

黄:您作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是哪一年?
卓:我想,应该是１９９８年以后吧,是在当所长以后,所以,会长也当了十多年了.我们研究所在当

时有一个不成文规定,谁当所长,谁也就当中国宗教学会会长.我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当所长,所以,估计

在１９９９年以后就当了会长.从我当会长起,我也组织每年的中国宗教学年会,这样就不仅是把基督

教研究加以整合,而且在中国宗教学方面也开展学术研究的合作,组织各种学术会议.所以,在组织

学术会议上主要就是这两个大的系列,其规模也还是比较大的.
黄:您们组织的宗教学年会我好像没有参加过.
卓:中国宗教学会年会的定位是属于国内会议,这样的会议对您的身份而言就跨界了,但召开国

际会议时我们也会请外面一些人来参加.中国宗教学会议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会议,理事们一年碰

一次头,附带有些学术讨论,但重要的是每年要商量一些学会的具体工作事情.全国宗教研究机构、
高校相关专业、以及相关党政部门对宗教学都非常关注,所以,我们中国宗教学会的结构也比较特殊.
通常由我们研究所所长担任学会会长,我所副所长则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外,重要高校宗教研究机构

的负责人、有关省市宗教学会的会长、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党政部门的相关领导也会担任我们的副会

长.例如,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副局长,中央统战部负责宗教工作相关部门的领导,各宗教全国协会的

副会长,以及相关大学的校长、宗教研究院的院长,一般也可能当选为我们学会的副会长.因此,大理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
山东大学宗教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等大学宗教研究院的负责人,都是或曾经是我们学会

的副会长.我们最年轻的副会长,只有４０来岁,所以,学会不断增加新鲜血液也挺好.
黄: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谈基督教的神仙会,还有和不同机构合作的这种学术会议,另外,好像您们

还组织了一个中国社科论坛,这个会我也参加过几次.
卓:中国社科论坛是我们院出面组织,由各研究所以分论坛的形式具体操办的.这是我们社科院

开展创新工程以后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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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就是２０１０年之后或者２０１２年之后吧.
卓:对的,可能就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
黄:但您们这个牌子很响,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卓: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我们本来是希望整个社科院来做,规模大一些,就像北京大学组织

的北京论坛,上海那边组织的上海论坛那样,但是我们院比较低调,不愿意做那么大,也就只好让各个

研究所来做分论坛.这样,我们也办了好几次了.
黄:这个论坛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卓:理论上讲应该继续坚持,只要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这一选项还继续做的话,而且还有一定的资

金支持,那么我们当然也就继续开下去吧.
黄:我看到最近您们也和北京市基督教两会合作举办会议,这好像是有几年的事情了,也就最近

几年吧?
卓:我们以前曾跟爱德基金会合作过,开过两次会,现在我们也和北京市基督教两会合作,也就开

过两次会议,合作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黄:好的,除了这个办刊物、出丛书,以及组织学术会议这样几个板块,另外您们还有培养学生这

方面的发展吧?
卓:培养学生是由我们的研究生院整体策划,我们所在其中有个宗教学系,在我当副所长以后曾

经当过宗教学系的系主任,但现在不再具体负责了.由于部门不同的原因,我们培养学生很受名额限

制,这对我们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就我们系招生情况来看,一般我们系每年硕士和博士加在一起不超

过十个人的名额,就只有这么小的一个规模,后来才有一些博士后招收计划.可我们有这么多老师,
许多都没有学生指标.所以,一个导师原则上也就只能带一个学生,除非别的专业有轮空现象,这样

一个导师最多也只能带两个,可以带博士的导师基本上就不带硕士了.实际上,我们系可以带硕士的

导师有４０多人,但是我们只有４个硕士名额,这样大概十个导师才能有一个学生名额,而我们系可以

带博士的也有十几个导师,而博士名额也只有４个,后来各增加了一个名额,也就是５个硕士,５个博

士,那么,是不是根本不能满足培养学生的需求? 这样,我们只能根据考试的情况来灵活掌握.初步

估计,几十年来我们系在研究生院已经初具规模,先后毕业的研究生加在一起也有大概好几百学生

了吧.
黄:您个人带的博士也有不少了吧?
卓:我在研究生院带的博士大概也不多,因为每年名额比较少,约二十年来加在一起所带学生大

概也就二、三十个吧.
黄:那他们大多数还在宗教研究这一行,还在从事这一行研究吗?
卓:大部分还是在从事宗教研究这一行,也有少部分改行的,还有一些存在着就业困难,越晚毕业

的学生就业也越难.
黄:另外还有博士后吧,一般博士后就很少改行了,对吧?
卓:博士后也有改行的,因为现在博士后也找不着工作,如有其他机会就业则就会有改行的可能

性.到目前为止,出站的几个博士后好像还没有改行,但还没有出站的博士后如果原来没有工作,那
从现在开始就有危机了,博士后现在也找不到工作.

博士生发表核心刊物论文的压力问题

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学术平台也有问题,现在很多从事宗教学研究的人员,特别

是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年轻学者感到困惑,他们发文章比较困难,但要评职称就必须有相应的学术成

果,必须出书发文章.那您们在这个方面怎么来为大家做点贡献?
卓:难度的确比较大.最近我在微信上看到报道,就是各个学校及研究机构都要求博士生要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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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但如果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全国大概有六、七万博士生,那就要发表十二、三万

篇论文,这已经占整个人文学科论文的一半数量了.而科研人员、学生的导师们也得发表论文啊! 大

家都要发表论文,但有限的期刊不可能让人们发那么多论文,尤其是宗教学限制很多,所以,这个难度

太大了.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因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一共就三年时间,学生应该集中精力多学点

知识,然后,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专心做好就行了,若要让博士生写文章、发文章,势必就会分散掉很大

的精力,而且,现在处于在读研究生这种情况发文章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要费掉的

精力就更多了,使学生在校三年时间得不到专业学习的集中,而最后一年学生还要到处跑工作、找工

作,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来潜心学习.记得我在德国那五年多,就没有发表论文这个压力,所以,
我就有可能埋头看书,能够比较系统地看很多的书籍.

黄:您觉得,现在国内在这个方面会有调整嘛?
卓:目前看没有什么调整的希望,但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一些学生的基本训练给破坏了,所以,

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但有人说,这种规定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其实写学分论文也同样可

以锻炼写作能力的,不是让文章非发表不可.而现在这种核心期刊形式的发表对学生们的要求难度

是太大了,试问宗教学在中国有几个核心期刊? 其他专业的期刊能否发、发多少宗教学的论文? 但我

们现在也只能服从这种规定,有了规定的话,我们导师自己说话也不算数,只能如实按照这个规定去

做,否则,就会影响学生毕业.我们对这些博士生的确很同情,但是爱莫能助、真没有办法.我们为此

在不断呼吁扩大我们宗教学杂志的发行了、增大其版面.我们宗教学的杂志非常之少,而公共性研究

学科的杂志一般也不愿意登宗教研究的文章,所以,我们比其他任何专业的难度都要大.
黄:所以,这对宗教研究的学科发展也可能会有不利影响.
卓:我们现在办了几个以书代刊的专业学术杂志,我们努力争取为学者提供更多的发表途径.现

在我们办的有部分杂志可以被承认,甚至可以等同于核心期刊,如«基督宗教研究»和«宗教人类学»,
但其它刊物还没有获得这种承认,我们现在以书代刊的书籍至少有五、六种吧.两个被正式作为核心

期刊的杂志即«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
黄:所以,我也在做这个«国学西学国际学刊»吗? 我们做的还不错,现在国内有一些把我们算B

刊来.
卓:我们对这一刊物还不承认.
黄:是吗? 我们刊物加入到托马森路透的那个叫做ESCI的类型,它们中有不少是被作为B刊的,

在国外它们中很多杂志甚至被作为 A刊的.
卓:我们这里就是情况不同.
黄:您们是什么? 就是 A & HCI,SCI?
卓:不是,并不是光认这个,而是指明在相关领域有哪些、哪些学科和哪些期刊为核心期刊,这一

类很少,我们实际上只有三个专业研究的杂志可以被视为其内,即我所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

文化»,以及四川大学办的«宗教学研究»这三个杂志.其它杂志能否被承认则要看具体地方或部门的

态度了.我们被承认的其它刊物只能是所谓地方粮票,即只有社科院承认,但在全国范围却不一定算

数.当然,如果您能在其它公认的那种学术刊物上、就是大家都认可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也算,但那

些期刊绝不会轻易地发表宗教学的文章,其难度比较大.
黄:就是不知道这套体系会不会改变,这对人的约束真是太厉害了.哪有那么多真正懂的人,那

些管职称的人不一定懂专业,就只看发表的文章是否在有这种招牌的杂志上.
卓:这实际上就是注重外包装,而把它的实际内容却忽略了.
黄:我们在外面评估最主要还是看您文章的内容.
卓:应该是看内容,而不是发表的杂志,但人家就不看内容,这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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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怎么来看这个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您的期望是什么?

黄:想谈的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已经讨论一个半小时了,我们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

怎么来看这个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您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此前已经涉猎到了一些,现在可

以更深入地展开来谈.
宗教研究的脱敏是中国发展的必需

卓:我对于现在宗教学的学术发展应该说是比较担忧的.到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了,体会

到宗教研究的困难.这种状况其实是与我们国家发展的总体态势不相符合的.为什么这么讲? 一方

面中国现在的 GDP是世界第二,因此,中国现在强调要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而这个世界很大,这个

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宗教者是占了世界人口的８４％,有这么大的比重,
您在进入世界中心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它.既然要进入世界舞台中心,那就应该研究宗教,而基督教有

信仰者２３亿人,占全世界人口将近１/３,所以,对基督教的研究就应该加强.而我们由于过于强调宗

教敏感,反而是在回避对宗教的研究.面对这一国际形势,给我们的宗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本来就很

不应该.当然,我们要想破除这种困难,必须付出很艰辛的努力,能够取得很小很小的成果都是来之

不易.我的希望就是,整个宗教学术研究的氛围能够有所改善,不要把我们宗教研究者也看成另类.
这就需要我们中国整个社会对宗教的理解,要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地对待宗教.如果要想真正地放眼

看世界,就不能回避宗教问题.
黄:所以,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大的现状,国家发展趋势的现状与我们现在宗教研究的实际状况

出现了一个反差.
基督教中国化是其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卓:要打破这种僵局,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强调宗教中国化,尤其是从基督教中国

化做起,因为基督教是与西方社会联系最密切的宗教.全球基督教的力量有这么大,而中国社会在政

治经济各方面与西方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存在和基督教的研究夹在这二者

中间更是步履维艰.如果要打破这种局面的话,那就必须从基督教的中国化做起,使基督教真正成为

一个中国的宗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且被中国社会所理解和承认.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遭

到了很多的批评.比如从基督教这边来说,有人坚持认为,基督教本身就是普世性的宗教,为什么强

调它的中国化? 我曾解释说,这种普世其实是抽象的,而它的具体存在都是处境化、在地化之状.就

中国的“处境”和“在地”而言,那当然就是中国化了.所以,要这样结合来看,基督教既是世界的、也是

中国的;而对于在中国的基督教来讲,也只有首先是作为中国的宗教,然后,才能体现这种世界宗教的

在地化展示.
黄:我们讲的处境神学(ContextualTheology)一直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中国化应该

就是与这个处境化一个样的.
卓:对宗教存在的国际社会来说,应该对我们的宗教中国化方向、特别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要

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现在发现批评声音也比较多.所以,从国际、国内的形势来讲,中国的基督教

存在和整个宗教存在都需要得到客观、公正的理解.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及其中国化研究,应该是颇有

希望的一个突破口,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做好工作,慢慢使社会能够正视学界的客观研究,正确面对中

国的宗教和基督教存在,也就是我常说的能够真正做到使宗教脱敏,那么,这个局面就会有巨大的

改观.
现在宗教在中国确实是敏感话题,不少人谈宗色变,一提到宗教的话大家也都不敢去碰,这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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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必要.如果社会能够正确对待宗教及其研究,那么,对我们的学术出版、学术会议的召开、包
括对我们学者的身份认同,都会带来很多好处,减少本不必要的困难和麻烦.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

够尽早破这个局,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黄:正好我昨天看到微信群里面有某个大学发通知,不让学生过圣诞节.
卓:这还是社会方面对宗教的误解在起作用.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不少人其实并没有认

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所以,这方面所出问题有时候是超出学术之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处理.但是.
我希望这种状况今后能够得到根本改变.现在的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宗教,而不是

对之回避.希望当下的困难和难题是暂时的.
黄:从我的观察来看,全国的宗教研究学者,比如说各地大学、学术机构的学者,他们主要的希望

好像都寄托在您们身上,基本上都是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和中国宗教学会的作用.
大家应该关注和争取落实国家领导人和政策为宗教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机遇

卓:所以,我们的压力最大,我个人的压力也比较大.对于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宗教学研究的必要

性,我都是据理力争的,希望能把宗教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发展下来.
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潜力可挖,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６年“５１７讲话”中提到对

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需要大力推动的重点学科中就包括了宗教学.而在２０１７年落实习主

席的讲话时,中央领导在论及的相关重要学科中也强调了宗教学的学科体系.这对我们学科体系发

展是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应该及时组织研讨会来积极呼应、积极紧跟,但在这方面的力度还很不够,一
旦机遇失去则很可惜.所以,大家在关键时刻不能光看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更不能光看我一个人有

什么作为,而必须大家共同努力.为此,我也希望我们学界不要太麻木,对于有着重大意义的讨论不

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应该积极参与.宗教学的事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应该靠共同的努力

来维护它,把它发展好.不过,这种发展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要体现中国的特色,要有我们中国学者

自己的声音,有我们的体系,有我们的学派,有我们的认知经验.
黄:我简单总结一下,您提到宗教学整个大局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局面,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当前

发展中都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中国要成为这个世界大舞台的核心成员,就是说要想起到引领作用,那
么,中国就需要正确面对这个宗教问题,不然,就没有办法去有效引领别人.这是一个大局观念,但很

多人却不理解,对宗教问题的误判和不正确做法会使我们的国际发展受到很多束缚.我们在寻找突

破口,其中基督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个就是政策问题,中国主要领导人对这个宗教研

究的政策是积极的,其实给了一定的发展余地,这两个方面应该多加关注.
卓:这样,我们就能够主动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有的学者不是太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黄:这其实也是个战略问题了,是很重要的.讲到这两点,我也想谈点想法,第一点就是关于基督

教中国化的问题,我注意到您也讲过,就是要有各种声音,那么,我想指出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说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元素和基督教的所谓普遍性、本质性的元素之间会不会产生张力,以及会不会发

生一个要取舍或放弃什么东西的问题.有关的批评者可能是担心这个问题,怕把基督教中国化之后

就使之最后不再是基督教了,可能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担忧.那么,这两个方面,怎么样来使之协调好?
我正好最近在研究马丁路德,我就觉得马丁路德的思想在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上应该能够

做出贡献,它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这就是路德他所说的两个国度,即属世的、世俗的国度和上帝的

国度.今天早上我在中央民大游斌教授那里跟他的学生在一起,我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

照马丁路德所讲的人论,就可以加以发挥.他把人分成肉体、魂体、灵体,或者叫作肉、灵、魂这三个

方面,这个俗世的国度和政权管的就是人的肉体、即物质和有形的这个方面,而教会则讲信仰,管的是

人的信仰、即人的灵体或关涉永恒性的方面.至于中间层面就是魂的层面,就是所谓道德、伦理、幸福

这类东西,相当于一个交叉领域,这就是两个国度都会管到的.如果是在基督教中国化这种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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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不可以讲,让这两个方面都能够来仔细地界定和划分自己的管辖领域.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方

法,能不能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做出一些贡献? 因为我自己是在北欧生活,故有此思考.卓老师您

也到北欧去过,知道那边的情况.北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非常的和谐,而且其宗教关系

也非常的和谐.在这个背后就是路德的这一思想在里边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

基督教中国化究竟怎样体现的问题.路德的这个思想不仅仅触及一个政教关系的问题,而且也涉及

到伦理,涉及到信仰问题.他对二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我想,可能对于基督教的中国化,无论是

推行者还是批评反对者,在这里边可能都存在有一个界定不清或者产生了误解的问题.如果没有误

解,应该说所有的基督教都是一个处境化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不同的处境里边,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除了这个处境里面的具体特征之外,基督教总体上的中心词就是叫基督教,无论什么化,无论是

什么国家、什么地区的基督教,我觉得它的本质仍然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和人的灵性方面的问题.
于是,我曾在您们的社科论坛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后来又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文章,我将之叫作代

表“基督教中国化途径之一的魂体神学”.就是从肉体、灵体、魂体这三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处境.我

想,这就是对您刚才所说的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回应了.注意区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

帝”,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则,当然我们也是在探讨.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您讲如何对待国家或者党的政策的问题,以及对最高领导人相关讲话

的回应,这确实是为宗教学的可能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和机遇,但是只有学界、最起码是宗教学界积

极回应,大家共同来努力,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动宗教学的发展,使这个学科能有这样的进步.
我也期愿中国在当下能够像您刚才讲的抓好这两个方面.

卓:您所考虑的这个解答从您自己的认知处境方面来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社会

的存在和文化处境和您所处的那种处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种比较的意义来看,应该说我们还

必须有一些另外的思考.
首先,我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基督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并不矛盾.基督教的世界性不是抽

象的,而是从它的地域性发展逐渐体现出来的.例如,基督教早期阶段的特点,主要就是亚洲文化即

犹太文化及其涵括;而在其走向成熟、为其体系奠基的阶段,则体现了罗马帝国的文化,从而开始与西

方文化挂钩,成为西方的宗教.而从天主教的大航海时代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期以后,基督教

就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世界宗教并不是清一色地在每个地域一成不变地存在,而都有其

地域的特色.比如说在其语言表达方面,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本土化的需求.这种世界宗教进而也

会关注甚至参与当地的社会政治进程,这在中国也并不例外.而当我们在中国回忆基督教在华传播

的历史时,显然能清楚看到基督教传教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巨大成功,但这也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上

留下了一些阴影.正因为如此,所以,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就有着更大的紧迫感.我个人认为,如果

是对基督教抱有良好愿望的人,就应该支持基督教的中国化.我想,基督教中国化与之保持世界宗教

的存在根本不矛盾,而且确有这种必要.其实,基督教中国化最早就是教会自己提出来的.实际上,
中国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提出过中国化的必要,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只不过是延

续历史的这种思路而已.
第二,基督教中国化与其它宗教在中国的中国化,都有一个社会存在的必要.实际上,中国化最

早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从佛教开始的.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这种中国化的演变进程.中国

化在中国主要是体现在两大层面,一是政治上,二是文化上.
政治上就是宗教必须跟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应尽量融入其社会建构之内.这就是我们

说的,政府现在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政府已经有了这个姿态,故而需要双向互

动,即积极引导与积极适应的互动.审时度势,宗教也应该主动去适应其存在的社会.这是第一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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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就是宗教在文化上的中国化,宗教要适应中国文化处境,真正接地气,由此则可从中

国文化的相关元素中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充实.这也是辩证的双向互动,在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充实自

己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从相关宗教中为自己增加了新的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不断开放、不断吸纳、不断丰富成熟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文化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包容胸襟.基督教的一些优秀元素完全可以融入中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创新发展.一方

面,外来宗教可以向中国文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这些宗教信仰也可以把

其自身的积极因素充实到中国文化之中,使中国文化发展也能够有一个更新和深化,所以,这就是

双赢.
由此而论,中国化在政治或在文化这两个层面对基督教也都是必要、有益的.
基督教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比如,我们讲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政治

层面的中国化.在当时的处境下,西方社会封锁中国,西方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都一边倒地抵制、
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中国持有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如果站在西方社会及

教会一边与新生的社会政体即红色政权相对抗、采取抵制和抵抗之态,那其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
而中国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一种政治选项,即与西方社会和教会彻底摆脱关系,走自己

独立发展的道路.基督教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相适应,那么,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表态,而这样的

占位表达也就得到了中国政治、即其政权政府的支持,使之获得新生,并且能够发展到今天.
很显然,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其社会存在肯定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政

治.至于宗教是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参与什么样的政治,当然就与其命运密切关联.
这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上同样如此,仅从欧洲宗教改革谈起,当时政教分离后的真实状况就是

“教随国定”、“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这就是基督教的政治适应.政权的力量之决定性和影响力

在霍布斯(ThomasHobbes１５８８年４月５日—１６７９年１２月４日)的名言中就可体悟,他在区分宗教

与迷信时就断言:凡是被政府肯定的信仰就是宗教,凡是被政府否定的信仰就是迷信! 这也是政治.
英国宗教改革建立的圣公会就称为国教会,其与天主教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再让罗马教宗当其最

高领袖,而英国世俗君主即英国国王则称为其教会的最高首领.这也只能用政治来解释.所以,历史

上的基督教并不是清高到不问政治的宗教,而是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都有极为复杂的卷入.
这种情况下让中国的基督教不问政治、不再参与政治,有可能吗? 因此,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政

治卷入,尤其是其以往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要特别关注和特别小心.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有过许多错误的选择和卷入,因此基督教的中国化不仅必要,而且基督教还应该在当代中国

先行做出其中国化的表率和榜样.对于基督教而言,其中国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其它任何宗教都

要更大.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加以透彻认知的话,就应该关注其在中国社会处境中的认知,反思其历

史上的相关表态和亮相.西方政治是不完全认同中国政治,但中国基督教则理应认同中国当今政治,
否则让其保留１９４９年前的认同、继续对西方政治的认同,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另外,从积极方面来

说,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要落实中国的

神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的神学发展.您看我们当今世界的神学,有西方神学、也有第三世界神学,即
亚洲神学、拉美神学和非洲神学,这些神学本身就是有地域特色的,是从其本土产生的.那么,我们构

建中国特色的中国神学,也是体现其中国化的一项重要理论建设.我想,世界基督教对我们的这一倡

导也应该是支持和理解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国基督教在当前推动的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上都说得通的,包括

对其教义信仰传统而言也都是说得过去的.我们可以追溯«圣经新约»中的保罗思想传统,他对基督

教的本土适应及生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故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缠、去争议基督教中国化是不是

具有争议性,是否会违背基督教的普世性,等等,我们应该积极去做的,则是对之理解,并积极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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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去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基督教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形成积极的、良性的互动.如果仍然

纠缠于对之猜忌、怀疑、甚至是批评,那么彼此的差距会拉大,相互之间的张力也会加强,但这完全没

有必要.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
黄:这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与您是相吻合的.我想,这里有

个处境神学的问题,所以,基督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上来说、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问题

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则是,我把这种本土化思考称为政治神学,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处理宗教与相关的政教

关系.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一个不可避免、且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这就是政治神学.在我

刚才所讲的路德思想的时候,即他关于两个国度的思考,其中都提到了对于相关政治的必要尊重和认

可.所以这第二个就是政治神学的问题.
那么,第三点就是文化神学的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会的评价曾有“多一个基督徒

就少一个中国人”之说,而现在就可能不这样了.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在政治层面已经坚持做了几

十年了,那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仍然没有被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所认可、没有被其视为是自己的宗教信

仰? 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更说明基督教还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卓:已经有更多的人认同,但是还没有达到全部认同,甚至还没有达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还

是要继续努力,至少要达到相对而言有着普遍认同.
黄:对.所以,这个文化神学方面也是一样的.在我所讲的这个体系中就有属于灵和魂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体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慈善,或者说,对人的这种关怀在教会里面是比较具体的,就是

对人的身体、医疗、教育、慈善等等方面的关怀.我在我所提出的“魂体神学”中采用了一个方法,旨在

伦理、道德、文化认同这些方面的关注,属于魂的层面,那体的方面就是指在物质的、身体方面的慈善

行为.这个政教关系或者政治神学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觉得,是不是批评者也是在这一

点上无法认同? 我所讲的只是担忧或者怀疑.
卓:您强调的是一种内涵式的理解,而在中国,这个内涵式理解的任务则是交给中国基督教会自

己来完成.我作为一个学界成员,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外延式理解和从外往里的观察.正是在这个外

延方面就会与社会、与政治产生一个积极的互动,如果这个积极互动能够成功,那当然就可能构建起

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神学.但如果在这方面不是很成功,则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张力和对抗,而这样对

谁都不利,不是双赢而乃俱伤.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多地从这个外延式角度来考虑,要有外界的敏锐

观察和及时提醒.
英国政治哲学家在观察社会时曾警告大家,当只有一个人或极少数人洞察到社会的疾病时,这时

的疾病比较容易治愈,但大家都不以为然;而当大多数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疾病时,社会则已病

入膏肓,根本无法治愈了! 哲学家就是观察者,我们学者就担负着冷静、客观、及时、准确地洞察社会

的任务,会更多地从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层面来审视.我们当然也希望中国基督教会有一些在内涵式

考虑方面的突破和创建,但这不是我们学界的主要任务.我们只是社会与宗教的观察者和警醒者.
黄:其实,我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很久了.差不多就是在中国举办奥运的时候,大概在２００８年或

２００９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大国学”的理论,后来还出了两本书,叫做«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

神学»和«汉语学术圣经学»,加上所写的一本«汉语学术神学»,共有这三本书论及相关问题.
卓:其实,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学界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对于这个大国学,中国大陆有不少

人认为表述比较模糊,其内涵不清,故外延无限.
黄:所以,我想一应该正确理解国学,二要解构狭隘的国学理解.我为此要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

是从文化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基督教应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政治界定上来说,在中国被列为宗教的只有五种,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方都被当成一种宗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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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却被分成两种宗教,并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卓:这不完全准确,我们只是将之称为“五大宗教”,就是说比较大的宗教就是这五个,但还有一些

小的宗教在中国也是被承认的.
黄:好,您的这个纠正很准确,是德国传统的精确思考.另一个问题则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基督

教,其传入已经有１３００多年了.这一次来北京我正好和清华大学的朱东华教授在一起,我们合写了

一篇文章,我想要研究基督教育在华历史的悠久.我最近找到了一个重要文本,即路德评论聂斯托里

(Nestorius)的,有３０多页纸的篇幅.从路德的观点来看,聂斯托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异端.按路德的

说法,聂斯托里这个人只是因为逻辑比较混乱、语言表述较差,本来是想讲讲正确的道理,却被人当成

了一个异端.
卓:马丁路德的这篇文章,是宗教改革前还是宗教改革后写的?
黄:１５３９年,是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
卓:那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当时创立的新教也被天主教看作异端嘛.
黄: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提到我那个大国学的理论.到现在为止,我开玩笑

说我也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但我觉得一些口头讲大国的人却没有自信.因为我讲到中国的宗教好

像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首”就是从以前的皇帝到现在主导中国的政治权威,然后有“两
翼”,这就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和本土的宗教文化,而“四条腿”我觉得就是本土的佛教、儒家、道家和本

土的民间宗教.这里面既有由外来而本土化的元素,也有普世性的元素,而从外来而进入本土化过程

之中的,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本来是外来的,但仍然还在努力,想要实现其本土化.此外,再
加个一个“尾巴”,则是指比较小的文化元素.我的这个理论想要解决两个问题,从政治神学上来说,
基督教作为这个身体中的一个部分,存在应该对之怎么处理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对之有不同的观点,
但我认为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处理好的.我提出这种大国学的理论,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想解

决其中涉及的这个政治神学的问题.此外,还有文化神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中国文化的一

个部分,就像现在科学、世俗主义等也被包括在内那样,而它们的历史都更短.我要做一个现象学的

描述,而且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不是唐宗宋祖的国学.所以,就得要研究这条飞龙.这个

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是从我所说的这个政治神学和文化神学来考虑的,我就想提出研究这种问

题的必要性,当然不同的学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写那个大国学是强调对话,有一个汉语学术

对话的问题,如基督教和中国的对话是很丰富、很大的体系,由此就联系到这个中国化的问题了.
卓:您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您所做的这种图像描述,在不少人看来却有些问题.
黄: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都是积极的图像嘛?
卓:但你的这种描述让人家往往看不出中国传统对龙的形象所公认的认知,你参加过好几次研讨

会,大家都对之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其一,在这个整体图像的构成方面,你可能还得了解中国人

的心理,对你的描述能不能承受得了.其二,你对不同的宗教怎么来定位,如何来看待相关宗教也是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觉得你与他们在信仰的定位上不同,认为你的定位不对,故而对你提

出了抗议,你大概也听到了.
黄:那次争论是在兰州会议上,我对龙的描述是我的最初版本,我觉得我后来对这一龙的图像有

了改进.
卓:但问题的关键之处是你把相关宗教搁在哪个位置,信仰这一宗教者的心理感受如何,能不能

认可或接受,觉得搁的位置合适不合适,这是你必须考虑的.
黄:我现在已经修改了,已经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放在平等的位置了.
卓:所以,就是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如何? 我们也要了解清楚.
黄:我估计,放在我现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还是有这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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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学未来的期待

黄:好的,我还想问问您对于未来还有什么期待? 您们的宗教学会是否可以发挥什么优势,比如

可以组织全国高校的学术会议来解读国家的宗教政策、或者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以及执政党的宗教

理论?
卓:我们每年都开会嘛,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主持、组织过这样的会议.
黄:那么,您们能不能把您们的想法作为相关提案来提出呢?
卓:这样的提案以前就有过,前不久我们在山东还专门与山东大学合作召开如何推进这类提案的

会议,并希望相关人士做出这样的提案来提交相关部门.但是否能被接纳就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和

国家的决策了,就是营造这样的社会氛围都不是容易达到的,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舆论场的形成要

靠大家共造舆论,如果不去造舆论就没有这个场,是不是?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社会上的观

念是多元的,你的这种声音没有,其他的声音就起来了,而且会影响到整个舆论场,形成相应的社会

导向.
黄:但您除了担任这个宗教研究所所长和宗教学会会长之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啊! 您还曾参加

政治局常委关于宗教问题的集体学习.对这种身份,我们以前可称为国师啊.
卓:但就是这次参与学习也被人作为一个批评我的口实.您可能对批评我的文章看得还是不多,

现在对任何事好像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您刚才说到所谓社会身份的问题,其实对我的批评者中有

一些人的身份比我更重要,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远比我要高,所以,社会公共舆论很重要.我们宗教学

领域的很多同仁就觉得有您那样的地位,您一个人说话就够了,这种争论不管我们的事.但恰恰相

反,一旦形成负面舆论,整个宗教学界的日子都不好过,并不是仅仅波及某一个人.因此,在不同的位

置,都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对宗教学的维护和推动大家守土有责,人人都应该义不容辞,不可说只是某

一个人的事情.我认为,自己还是尽了责任,在关键时刻没有退缩.但是,大家在抱怨宗教学研究氛

围不好的时候,也应该冷静想想自己负有多少责任,自己是不是尽了努力? 所以,宗教学的研究、对宗

教的正确理解,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个位置、某个角色上才有责任.
黄:孤掌难鸣,其他人如果不跟上的话,其实,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所有人.
卓:就是这个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最近有些学者就遇到了麻烦,受到了莫须有

的指责,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
黄:但是在十九大之后,宗教学研究总体上来看形势还是可以的吗? 我们还是可以积极解读十九

大的政策的吗?
卓:当然,顶层设计很好,但是,今后的具体工作还得大家做.现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念

并没有停止,争论还在继续,是不是?
黄:中国这种开放的大局、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吧?
卓:是的,所以,我们要顺应这个形势,要积极有为,如果不作为的话,那大好形势也会丢失的,也

会变化的.
黄:可能大家还真不知道有这个道理,认识上有差异.
卓:所以,大家可能要更多地关心一下现实,特别是现实社会的宗教研究,而不能只是自己埋头做

自己的那种纯学术.如果没有这种好的氛围支持,是做不好纯学术的,甚至根本就做不下去.
黄:所以,我刚才也讲到平台搭建的重要.
卓:平台要靠大家共同搭建,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谁也唱不了这场戏.
黄:而学这个专业的,学者发不了文章,职称也就评不了.
卓:对,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这个专业也就萎缩了.尤其是优秀人才也就不来这里发展了.
黄:我现在也能做一点工作,基于这种状况,我办了两个刊物«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和 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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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希望从外面为大家打造一个学术平台,提供发表学术成果的更多机

会.您觉得还有想补充的?
卓:没有了.
黄:好的,那非常感谢卓老师! 我们两个人差不多聊了三个半小时,到时候我们整理之后再发给

您,请您修改,既可以补充、也可以删减.我正在编辑自己所翻译的路德那六本书,还在排版之中.我

想等这套书出了之后在明年能否开一个研讨会,到时候也希望卓老师来参与.谢谢,那我们就谈到

这里.
(黄和卓分别修订了对话稿,２０１８年６月４日)

８２



陈越骅:哲学何时变为宗教———早期奥古斯丁忏悔的逻辑

EnglishTitle:

ADialogueontheOverallSituationofReligiousStudiesinContemporaryChina

Authors:PaulosHuang,DistinguishedProfessoratShanghaiUniversity,Ph．D．andTh．D．fromUniv．ofHelsinki,PostＧDoctor

fromUniv．ofTokyo,Chiefeditorfor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www．SinoWesternStudies．com)andBrill
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 (www．brill．com/yct)．Email:Paulos．z．huang＠gmail．com．

XinpingZHUO,FellowofCASS,ResearcheratInstituteofWorldReligiousStudies,StandingCommittee Memberof

ChinasNationalPeoplesCongress,ChairmanoftheChineseReligiousSociety,previousdirectoroftheInstituteofWorld

Religions．Ph．D．Munich University,expertonreligiousstudies,Christianityand Marxistreligioustheory．Hehas

publishedoreditedoverthirtybooks,andhasover２００academicalarticles．PreviouslychiefeditorofStudiesinChinese

Religionsandofmanyacademicseries．Email:zhuoxp＠cass．org．cn

Abstract:ThisdialoguewasconductedonDecember１８,２０１７attheInstituteofWorldReligionsattheChineseAcademy
ofSocialSciences(CASS)inBeijing．Therewerethreemainparts．

１．ThekeyeventsandelementsthatinfluencedZhuotochooseanacademiccareeraremainlyhisfamilybackground

andhiseducationexperienceintheEnglishlanguage．Whenreligiousstudieswerestillsensitive,Zhuohadtheopportunity
togetfamiliarwiththesubjectandstartedhisstudiesinamasterdegreeprogramatCASS．Finally,hewenttoMunich

UniversitytopursuehisPh．D．(１９８３Ｇ１９８８)andreceivedastrongeducationintheperspectivesandmethodologiesof

religiousstudies．

２．Zhuoscareerinreligiousstudiesasascholarandleadingacademicorganizer．２．１Zhuohasstudiedandpublished

diligently,andworkedasvicedirectoranddirectoroftheInstituteofWorldReligions(CASS),andwasalsochairmanof

ChineseReligiousSocietyfor２５years．２．２Threestepsinhisresearchcareer:２．２．１Thehistoryandcurrentsituationof

religiousstudiesintheWest,withpublishedworkssuchasChinaundihreBezugnahmezuReligionstheoriedesWestens
(PeterLangVerlag,１９８８),ReligionsandCultures,OntheOriginofReligions,AnIntroductiontoResearchinWestern

ReligiousStudies．２．２．２ChristianityinChina:thehistoryofChristianity,thesystemofthoughtandthehistoryofChinese

Christianity,withpublishedworkssuchasBiblicalAppreciation,OnChristianity,ContemporaryProtestantChristian

Theology,ContemporaryCatholicTheology,andRecordonChristianityandJudaism．２．２．３Thestrategyofstudieson

religioninChina,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globalizedreligionsandthedevelopmentofChinawithworkssuchasAn

Explorationon MarxistOpinionsonReligion．２．３．Theleadingacademicorganizerworkingtoconstructareligious

researchplatformaschairmanoftheChineseReligiousSociety,organizingconferencesandpublishing,bothdomestically
andinternationally．AcriticalreflectiononthesystemofdoctoralstudenttraininginChina．

３．AreflectiononthecurrentsituationandfutureofreligiousstudiesinChina．Itisprimarilynecessarytogetridof

consideringreligiousstudiestobeasensitivedisciplineforthedevelopmentofChina,itisnecessarytoSinicizeChristianity
inChina．Scholarsshouldnotonlyfocusonpureacademicresearch,butshouldalsopayattentiontoandaddressthepolicy
needsoftheChinesegovernmentsoastofindopportunitiesforthedevelopmentofreligiousstudies．Thus,realisticsocial

researchisimportant,otherwise,itisdifficulttocontinuewithstudiesonreligioninChina．

KeyWords:religiousstudies,sensitive,Christianity,researchplatform,realisticsocialresearch

本期是教父研究专刊,共刊发如下论文.
在“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浙江大学陈越骅的“哲学何时变为宗教———早期奥古斯丁忏悔的

逻辑”和北京大学徐龙飞教授的“法的开端———论罗马法的基督宗教化及其对当今法学思维之意义”.

９２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９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在“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发表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张秋娟的“文化异质性视角下的宗教

多元主义”和德国波恩大学贺腾的“奥古斯丁论意志与罪”.
在“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发表了 中山大学田书峰额“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和江

璐的“«名理探»与«穷理学»关于逻辑推理的讨论”.
在“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我们发表了香港中文大学任卓贤的“维克托利努斯对奥古斯丁三

一神学的影响”和浙江大学朱振宇的“魔鬼之城:但丁的地狱”.
在“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我们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迎迎的“根特的亨利和注定失败的光

照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孙帅的“加尔文三一论与教父传统”.
在“书评与通讯”,我们发表了中山大学蒋佳的“新托马斯主义思潮和教会权力话语变动”,浙江工

业大学陶杨华的“爱欲的分野与历史实在的生成:“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二元历史架构探源”,和鲁

汶天主教大学马明宇的“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关系与对偶性关系的异同:从传统正方形到布里丹八边

形”.

ThisnumberisaspecialvolumetoPatristicStudiesinChina．
Inthecolumnof Humanities,Theology,and Chinese NationalStudies wehavepublished

Yuehua CHENs (Zhejiang University)“When did Philosophy convertsto Religion? Early
AugustinesConfessionbeforeHisConfessions”andLongfeiXUs(PekingUniversity)“Onthe
Horizon (Origin,Beginning)oftheRight:AbouttheChristianizationofIusRomanum andhis
MeaningfortheContemporaneousJurisprudence”．

InthecolumnofPracticalTheologyandSinoＧWesternViewsonChurchandSociety,wehave
publishedQiujuanZHANGs(BeijingUniversityofLanguageandCulture)“JohnHicksReligious
Pluralismina PerspectiveofCultural Heterogeneity”and Teng HEs (UniversityofBonn)
“AugustineonWillandSin”．

InthecolumnofChineseand WesternClassicsandtheBible,wehavepublishedLuJIANG
(ZhongshanUniversity)“TheTreatmentonLogicalReasoninginMinglitanandQionglixue”and
ShufengTIANs(ZhongshanUniversity)“TheFirsttreatiseonAristotelianEthicsinChinaandits
Origin”．

InthecolumnofChurch Historyinthe WestandinChina,wehavepublishedColtenYAM
(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Marius Victorinusinfluenceon Augustines Trinitarian
theology”andZhenyuZHUs(ZhejiangUniversity)“DantesHellasCivitasDiaboli”．

InthecolumnofComparative Religiousand CulturalStudies,wehavepublished Yingying
ZHANG (ChinaAcademyofSocialSciences)“HenryofGhentandtheDoomedFailureofDivine
Illumination”andShuaiSUNs (Renmin UniversityofChina)“CalvinsDoctrineofTrinityand
PatristicTradition”．

InthecolumnofReviewsandAcademicReports,wehavepublishedJiaJIANGs(Zhongshan
University)“The MovementofNeoＧThomismandtheEnsuing TransformationofDiscourseof
Powerin Roman Catholic Church”,Yanghua TAOs (Zhejiang Industry University) “The
DivergenceofLoveandTheGenesisofHistoricalReality:AnInquireintoAugustinesThesisof
TwoCities”,and Mingyu MAs(CatholicUniversityofLeuven)“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
betweenthe Aristotelian relationsand the duality relations:From thetraditionalsquare of
oppositionstotheBuridanianocta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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